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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来源——朱子气强理弱说

摘要：朱熹为人性善提供宇宙本体的论证时，设定太极（理）为形而上之道，是动静阴阳之所由，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太极无声臭形迹，无情意计度，只是净洁空阔、纯善无恶，为万物之“所当然不容己”。但是在解释万物之化生、恶之来源的时候，却提出气强理弱之说。因理动静一如，无所滞碍，但气却囿于形质所困，其动静不能自如无碍，不得已而有悖理者，于是阴阳不调、五行不均，从而致使气有清浊、偏全之不齐。此不齐之气承理而有运动、造化、生生之能，而一旦偏浊之气对理有所障蔽，或致使所禀之理有所欠缺，理却不能知觉、约束，于是恶便存在了。如此固然解释了恶之来源，却与理之“所当然不容已”相矛盾，所以若使朱熹的宇宙本体论得以自洽，需要放弃理的主宰地位，承认理是本体意义上的最高条令，但不能对悖理之气有必然的约束与改正。

关键词：“所当然不能已”、气强理弱、理气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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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建构宇宙本体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体系，是要落实于心性工夫的。他的理气论即是从宇宙本源、本体的层面为“性即理”提供论证。但在强调性善论的同时，朱子也必须对恶的来源做出解释——只有考究现实中恶的来源，才能得知从何处做工夫消除恶。于是理气关系成为问题的焦点。首先，理与气谁为最终本源？对于这一问题，自民国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民国大多学者均认为朱子为“理气二元”论者，即理与气同为宇宙之本体，当今学者则大多承认朱子的思想是“理一元”论。钱穆先生更是跳出西方哲学的术语，提出“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解，而刘述先则走向了更为精致小心的二元论说法。本文将从理的内涵及气从何来两个角度着手，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论证朱子的思想确为“理一元”论，无理外之气。其次，作为气之依据，理“无有不善”，又与气不离不杂，理为气之“所当然不容己”，但这样一来，天理流行，显然无恶之存在了。于是朱子又说“气强理弱”——“气虽是理之所生，既然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因气能动荡造作，而理为形而上之道，无情意、无计度，虽为气之条理，却不会也不能对气悖理的动静有所知觉、改正。于是气滚来滚去，便有昏明薄厚之异，继而偏浊之气阻塞、障蔽太极之全体，于是有万物之生、善恶之分。由此固然解释了恶的来源，但已经违背了理之“所当然不容己”的定义。此时理与气的关系，若以三权分立制度来作比喻，理相当于掌握立法权的国会，理本身即是“法律”，不受行政机关（气）的干预，且行政机关（气）须依法（理）行事。气即是掌握行政权的行政机关，虽然依法治国，但本身有国会（理）所不具有的能力，即使违背法律（理），国会（理）却不能制裁行政机关（气）。并且在朱子本体论的理气关系中，最后的司法权缺失，而是由心性论中的“心”来承担，由是成全了“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做工夫也有了着手处。但这样终究无法解决朱子本体论中理气关系的矛盾。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气强理弱”的表现及如何实现，揭示朱子本体论中存在的矛盾。并试图寻求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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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的《太极图说》[footnoteRef:1]是宋明理学的宇宙本体论建构的开端。朱子借阐发《太极图说》建构自身学说，却又不局限于此。朱子在凭借濂溪之论以证成自身理气论之体系的过程中，更像是借《太极图说》之宇宙生成的架构，而继承程颐以“理”为本体的内核，最终回答“天理与人性如何能够一致”的问题。 [1: 《太极图》源于道教，前人已多有论述。且《太极图说》首句中“无极”一次非儒家本有之概念，故以其离于儒而偏于道而抨击之者颇多。此处引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中言以驳：“惟是一元化为二气，二气分为五行，而万物生息于其间，此理终古不易。儒与道共此天地，则所言之天地，儒不能异于道，道亦不能异于儒。……不论所言之是非，而但于图绘字句辨其原出于道家，所谓舍本而争末者也。” ] 

《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footnoteRef:2]”至今仍是未了之公案，其本义总括为两种：一种将“无极”视为最终的宇宙本体，即自无而生有（与本体论的以无为本有区分）；一种将“无极”视为对“太极”的形容，即太极这一未分化的混沌的原始物质实体，是无形无限的。第一种“从无到有”宇宙生成模式流于道家，濂溪虽借鉴道家思想，但其立场无疑是儒家，因此排除此义。所以濂溪的宇宙论应是以太极元气这一混沌无限的实体作为本源的气一元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进而“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是这一混沌本体自身运动而自然化生阴阳、五行，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 [2:  周敦颐《太极图说》首句是“无极而太极”为朱子所定。在朱子时代另有两种不同版本，国史本作“自无极而太极”，九江本作“无极而生太极”。朱子删订其为“无极而太极”，盖若承认“自无极而太极”，就必然落实了以“无极”为最终本体、本根之义，而偏至道家。] 

然而到二程处，则不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子的解释为：

二程不言“太极”者，用刘绚记程言，清虚一大，恐人别处走，今只说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footnoteRef:3] [3: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2358页。所谓“刘绚记程言”，实为吕大临记程言，即《程氏遗书》卷二上记载二程批判张载之学所说：“横渠教人本只是谓世学胶固，故说一个清虚一大，只图得人稍损得没去就道理来，然而人又更别处走。今日且只道敬。”] 


二程还曾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footnoteRef:4] 因此朱子认为二程回避“无极而太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学者的首要目标是“识仁”，“仁”是性之“理”。万事万物莫不各有其所以然之理，最终学者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认识到理与事物之体用一源的关系，使“理”可备于心而践于行。若是于“理”之上更寻一个“太极”实体或者“太虚之气”为本根，则“穷高极远”，恐怕于理的绝对地位有所损伤，而使人偏于歧途，与道家以空无为本根之义稍有混淆。从此可以看出，二程学说中，“理”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 [4:  程颢、程颐：《遗书》 卷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濂溪的宇宙生成论中未曾涉及所以然之“理”，而二程则独强调理不求万事万物之本体根源，于是最终朱子对太极本体的解释另辟蹊径，化濂溪之无形无限的混沌实体为“形而上之道”、“动静阴阳之理”。首先明晰因何谓“太极”（理）为万物之本体：

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混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
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footnoteRef:5] [5: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 

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footnoteRef:6] [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此理逻辑上先于天地而存在，气之动静、万物之发育莫不依据此理，并且万一山河大地都毁灭了，理仍然完好无损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理才是自性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他物，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气与气所凝聚、造作的万物，均需依靠理来解释，有此理，便有此物，无此理，便无此物。因此说太极为万物之本体、根源。
其次，作为万物之本体，理之内涵有二。第一，朱子继承二程区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思想方法。《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进一步释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footnoteRef:7]，“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footnoteRef:8]。朱子更为明确地说“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footnoteRef:9]。这就是说，凡是物质的、具体的都是属于“形而下”的，如天地、万物、阴阳，可以被直观感受。凡是普遍的、抽象的都是属于“形而上”的，如规律、本质，是理性思维的对象。由此一来，“太极”不再是混沌之气的实体，而是世界存在、运动的所以根据，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根源。于是，“无极”成为了对“太极”形而上本质的明析：  [7:  程颢、程颐：《遗书》卷三，《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7页]  [8:  程颢、程颐：《遗书》卷十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页]  [9:  朱熹：《答陆子静六》，《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573页] 


无极而太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底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footnoteRef:10] [10: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无极而太极。盖恐人将太极做一个有形象底物看，故又说无极，言只是此理也。[footnoteRef:11] [11:  朱熹：《朱子语类》九四，第2365页] 

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所谓太极者，只是二气五行之理，非别有物为太极也。又云：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footnoteRef:12] [12:  朱熹：《朱子语类》九四，第2365页] 

然殊不知不言太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足为万化之根。[footnoteRef:13] [13:  朱熹：《答陆子美一》，《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560页] 

太极非是别有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因其极致，故名曰太极。[footnoteRef:14] [14:  朱熹：《朱子语类》九四，第2371页] 


朱子以太极为实存之理，以“无极”为太极的状词，而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旨在表明太极之无形无迹、无声无臭，不是一实在物体，但又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为其生成与运动的最终根据。太极既存有于实体又超越实体的形式，为天地万物之理。并且朱子在《语类》中说：“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footnoteRef:15]理不但无形迹，并且“净洁空阔”,“净洁谓其无内容，空阔谓其无界限”[footnoteRef:16]，理本身只是一个浑然无限的太极。 [15: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16: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第二，朱子吸收了二程“天人一理”的思想。一旦理与气合，浑然无限的理寓于形而下之气中，就显现出具体的内涵来。于是一方面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即理也。其尊无对”[footnoteRef:17]，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人只能顺理而行事，“逆理，则获罪于天矣”[footnoteRef:18]。一方面，“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理作为事物的规范原则，即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人伦道德规范。何以“天理”即是“事物之理”？天理作为天地万物生成的自然规律，万物即循理而生，理则随之内在事物之中，成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本性： [17:  朱熹：《论语集注》“八佾第三”，《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页]  [18:  朱熹：《论语集注》“八佾第三”，《四书章句集注》， 第65页]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footnoteRef:19] [19:  周敦颐：《太极图说》，《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4页]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footnoteRef:20] [20:  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 

盖天之所以赋予万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体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则曰元亨利贞，而四时五行，庶类万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则曰仁义礼智，而四端五典万物万事之理，无不统于其间。盖在天在人，虽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则未尝不同。[footnoteRef:21] [21:  朱熹：《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50页] 


天把理赋予人和物，这一施发的过程成为“天命”。天之造化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生成万物，在造化过程中，一方面阴阳五行之气聚合成万物之形体，另一方面，理随之赋予在所生成的事物形体之中。理在天是阴阳五行之理，禀受到人物之身，则为“健顺五常之德”。健者，天之德性也。《近思录》卷一道体第五条：“乾，天也。天者，乾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 [footnoteRef:22]意为天是一实体，秉承乾之理，乾之理刚健而无形迹，却是天自生生不息的根据所在。顺者，地之德行也。地亦一实体，秉承坤之理，谦卑柔顺以承载发育万物。四端者，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辞让为礼之端，是非为智之端；“五常”即“五典”，仁义礼智信之性也，为人所受之性理。乾健坤顺，每一事物无不是无极之真（理）与二无之精（气）的结合，万物莫不各具四端五典之性理。《易经》将天地万物赋予人之性情德行，儒家固有传承。至二程哲学中，“天理”既指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指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是一个普遍适用于自然、社会中一切具体事物的原理，提出“性即理也”，强调天理与人性的内容完全一致。但天理人性何以能够一致的问题，二程未曾提出，也没有解决。朱子更进一步，在构建自己的宇宙本体论时，明确地将“太极”定义为“天地万物之理”，天理作为万物之本体、本根，是第一性的。这样朱子就为“性即理”提供了新的、本体论的论证。 [22:  严佐之、戴扬本、刘永翔主编：《近思录专辑》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 

总的来说，理即气之条理，万物之所当然不容已：“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者。”[footnoteRef:23]也就是说，理作为自然规律和道德律令的统一，是气与万物所以然之因，所当然之则，万事万物不得不依理而行，并且此理是固有的、恒常不变的。具体的说，在天地草木即是“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 [footnoteRef:24]在人则是“如真见得这底是我合当为，则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为臣而必忠，非是谩说如此，盖为臣不可以不忠；为子而必孝，亦非是谩说如此，盖为子不可以不孝也。”[footnoteRef:25]陈淳以“能然、当然、必然、自然”概括天理，得朱子激赏，也说明理不仅是当然、必然的道德律令或自然规律，并且天地万物是能依理而行的，是自然而然地依理而行且不能改变、停止的。因此也说，太极即是天地万物所以然之因、所当然之则，又丝毫不可违背，是天地万物之主宰。 [23:  朱熹：《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28页]  [24: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八，第414页]  [25: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八，第414页] 

《太极图说》中具有争议的“无极而太极”，在朱子的重新阐释中，既使宇宙之本体不流于空无而歧出，又不拘泥于单纯的宇宙生成论。确定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与普遍的自然规律具有同等的终极合法性的地位，解决了人性善的本体论来源问题。但是太极作为气之条理、道德律令是超越物质实体的形而上者，不可以动静言之，亦无法生成、构成宇宙万物。所以朱子需要气这个形而下的实体来辅佐理以构成万物。那么气从何而来？ 

[bookmark: _Toc480486864]2、理气先后：对“理生气”说的分疏与理之“其尊无对”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footnoteRef:26] [26:  朱熹：《答黄道夫一》，《文集》卷五十八，《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755页] 


也就是说，理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所以然之规则，气则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一个事物只有兼禀理气才能成为一个现实事物。于是，对于理与气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解释途径，其一为，只有理与气同时作用才能生生万物，无理则无所依据以生生万物，无气则理无所安顿附着，二者缺一不可，理与气均是终极实在，同为宇宙之本体，也就是承认朱子所建构的宇宙本体论实为“理气二元”论。刘述先在《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从心性论入手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朱子解析心性情的三分架局已经预设了理气二元的观念：性是理，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心是气之精爽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故此由形上学的观点看，最后终极的实在不外乎理气二元，整个宇宙乃是理气二元配合变化所产生的结果。[footnoteRef:27] [27: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261页] 


这样一个结论固然可以解决气之来源的问题，即气如理一般，也是在天地之初便实存自在之物。并且由此一来，恶之来源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理固然净洁空阔而“无不善”，但气息鼓荡而无有少顷停息，不免有精粗之分，有渣滓之恶。气即酝酿凝聚生物，便可解释为何有人物之别，善恶之分了。对这一结论的反驳有二：第一，首先理为气之条理，理无有不善，不存在恶之理。若承认“理气二元”，且认为恶从气之鼓荡而来，也就相当于承认了存在“理外之气”，显然与朱子明确提出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footnoteRef:28]相悖，盖非朱子之本意。第二，朱子建构宇宙本体论，本是为性善论提供本体基础的，若同时承认有渣滓的气也具有同理一般无二的本体地位，则无法得出“性即理”的结论，而必须承认气禀与理同时分有人之本性，相当于承认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显然是荒谬的。故而朱子所建构的宇宙本体论是决不能承认“理气二元”的。 [28: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2页] 

所以理与气的关系只能是第二种，即“理一元论”，也就是说气从理来，理为气之本，为气之纲，无理外之气。对气（阴阳）之生成的具体过程，朱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理生气”、“理在气先”，到认为逻辑上理在气先（本原论），但时间上理气无先后（构成论）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于“理生气”说，陈来先生指出朱子守漳时期的言论中经常见到“理生气”的说法，如：“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footnoteRef:29]并对“理生气也”，这一条材料做了详尽的考证[footnoteRef:30]。在《朱子哲学研究》中对，陈来指出朱子所谓“理生气”的观念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理可产生气，另外一种是把“生”解释成为“使之生”，这两种意思朱子可能都有。陈来认为，一般来说朱子在理学家中对概念的使用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对于语录的口语性质来说，第二种解释似无必要。实际上两种解释对于讨论宇宙的究极本源来说差别不大。如果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宇宙曾经只有理没有气，那么说从理之中产生气或使理从虚空中产生，两种说法便无很大区别。固然，在对宇宙究极本源这个问题上两种解释均强调了理的绝对第一性，尤其是第一种说法，更为简洁明了。但若遵从第一种解释，太极作为形而上之自然规律、道德原则，直接化生出形而下之气来，首先便与朱子“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footnoteRef:31]相违背了。理只是生生之条理，本身却不能凝聚、造作。天地万物尚不得不由气之造作、凝聚而生，若理能造作生元气，何以不能生万物？其次，若作此解释，则于老子“道生天地”之说有何不同哉？[footnoteRef:32]恐于儒家正统性上亦说不通。故而朱子言“理生气”，只能作“理使气从绝对虚空中产生”解释。此处“虚空”并非“空无”，而是空间之义。理为气之条理，气虽能酝酿凝聚生物，有活动、有作为，却只能依理而生出，具理而后有。换言之，并非真有理如上帝一般命令气从虚空中生出，只是气完全依据理从虚空中生发出来，如牟宗三言：“‘理生气’不是从理中生出气来，只是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化生。” [footnoteRef:33]唐君毅也持此观点，且说得更细：“吾人如视理原不离于气，则此理之生气，即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如人之依道路而自有其‘行走’；则理之生气之义，即不难解。”[footnoteRef:34]并且理不仅是气之产生的依据，还是气的一切活动的依据。如钱穆先生所说：只是气之一切活动作为，必有个范围，不能外于理。故气能生物，而物生必有种，不得乱生，此即是理限制着气，气不违于理也[footnoteRef:35]： [29:  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上卷二，转引自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06页]  [30:  陈来先生的《“理生气”考》，收录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增订本，第283页]  [31: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32: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第297页，引明儒王浚川之言：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  [33: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第461页]  [34: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35: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第270页] 


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footnoteRef:36] [3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 

只是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事物。[footnoteRef:37] [37: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footnoteRef:38] [38: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 


如此一来，理仍保有第一性的地位，坚持了“理一元论”又与理的形而上本质不相冲突；且宇宙之本源为理，而非绝对空无，不使有歧出至道家意。
其次，朱子也颇多强调“理在气先”，如“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以及“未有此气，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气。”[footnoteRef:39]盖与“理生气”的说法一致，为强调理的第一性。但是无论是“理生气”，还是“理在气先”，均相当于承认了气（阴阳）有始生，即宇宙有一个起始的端点。且动静必然随阴阳而有，若阴阳有始生，动静亦必有起始。这样就必然会与朱子一向重视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这一否认宇宙有始、承认运动无限的思想产生矛盾。陈来也指出：如果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动而生阳。原未有物”，这样动静阴阳必然有端始。……这一矛盾终究要被意识到，“问：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曰：这不可说道有个始，他那有始之前毕竟是个什么。”（《语类》 九十四，黄义刚录，64岁后）[footnoteRef:40]于是朱子开始区别理气关系所涉及到的不同问题（本原论还是构成论），对理气是否有先后的做出不同解释： [39: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第2364页]  [40: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3页] 


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footnoteRef:41] [41: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若论本源，即有理然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之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footnoteRef:42] [42:  朱熹：《答赵致道一》，《文集》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863页]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footnoteRef:43] [43: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第36页] 


即，从逻辑上而言，理为形而上之本源，如同在气之先一般；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则理气无先后，无理则气无所依靠，无气则理无挂搭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生气”的完全否定，而是对“理在宇宙的源头创生气”的否定，因为不存在宇宙初始，也就是说，理生气是没有起点的，理无时无刻不在使气从虚空中生出。这一点可以在朱子对“天地之心”的讨论中得到印证：

复见天地之心之说，熹以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则亘古亘今未始毫厘之间断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见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为之阖辟之无穷乎？[footnoteRef:44] [44:  朱熹：《答张敬夫三》，《文集》卷三十二，《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93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提取三个信息：首先朱子以“天地之心”为阴阳阖辟之所以然，永恒而无间断。第二，“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盖反对张载“形溃返原”之说，认为人或物生而为阳，死去则自然消散殆尽，而新的气自从天地之心中生出来。第三，天地之心自生生不息。而朱子也说：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footnoteRef:45] [45: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 

气有聚散，理则不可以聚散言也。……释氏谓人死为鬼，鬼复为人。如此天地间只是许多人来来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废，却无是理也。[footnoteRef:46] [4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第38页] 


“天地之心”即理也，天地以生物为心，且自生生不息，无所间断。实际上就是理对气的创生，理作为净洁空阔底世界，无时无刻不使气从虚空中产生。于是便解决了“气从何来”的问题，而且，不论是“理生气”、“理先气后”，还是晚年定论的“逻辑在先”说，朱子都保证理对于气的第一性地位，有此理才有此气。且“只此气凝聚，理便在其中”，气据理化生万物，万物即生，而理随赋焉。那么在气与万物之中，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呢？理的第一性地位如何保证呢？

[bookmark: _Toc480486865]3、圆满充实：理气不离不杂与理一分殊

在上一节对“理气先后”分疏中，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理气不离。朱子言“理未尝离乎气”，实则气亦未尝离乎理：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footnoteRef:47]理使气从虚空中生出，并随气之形成内在于气之中，若气消散，理虽存在，却无所附着，不现于天地之间矣。故理无时不是气之依靠，气无时不是理之附着。而理无形迹者，气则有，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 [47: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2页] 


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凝聚时，理亦无所附着。故康节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footnoteRef:48] [48: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阴阳之生五行，五行之相生相克，四季之交替而不乱，皆因理在其中矣。若化生万物，则秉得何理，自然生得何物。如说天地之生物，“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却又自定”[footnoteRef:49]，便是这个意思，天地之生物有主宰，理为主宰。万物即生，莫不各有其性，性即理在万物之形体。人则更进一步，心即性寄寓之所，心则为一身之主宰。物之生发莫不随性，人之言行莫不由心，皆理所规矩者也。 [49: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 

然气者有清浊纯驳之分，且无有止息，动荡不已。若理赋于气，二者时刻不离，气之渣滓污浊、鼓荡计度可会侵染净洁空阔、纯善无恶的理呢？朱子于是说理气不杂：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混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footnoteRef:50] [50:  朱熹：《答刘叔文一》，《文集》卷四十六， 《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2146页] 


理为形而上之道，气为形而下之器。万物必禀此理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禀此气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在物上看，二者虽不可分离各在一处，但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理自是“一颗明珠”，在精爽之气中是明珠，在污浊之气中亦只是明珠，纵使明珠之光会受到障蔽，但明珠只是此明珠，理无不全，是以性无不善。
此外，朱子还继承了程颐“理一分殊”[footnoteRef:51]的思想，并将这一命题由伦理学意义扩大到了本源与派生、普遍与特殊的哲学意义上。理气既不离不杂，就性理而言，万物各具一太极，那太极作为天地万物之理的完整与地位是否受到影响呢？ [51:  此段对“理一分殊”的分析参考了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中阐述，见第130-143页]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footnoteRef:52] [52: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2409页] 


朱子用“月印万川”这一譬喻解决了这个问题。太极如月在天，圆满无缺，万物分有之太极也是这个圆满无缺的月，即每一事物中均包含着与本体的太极完全相同的太极——万物自各具一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但不是把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的太极分割为不同的部分、亦非将太极分成许多个小太极，故不碍太极本体之圆满。纵向上看，则如“一实万分”，一粒粟生苗结实，得粟百粒，每粒个个完全，与一粟无不同。种百粒粟，又各的百粒，生生不已，初间只是一粒粟分去。从分殊来看，在性理意义上，物物各具之太极并无差别，但从伦理意义及物理意义上却各不相同：从伦理意义上，君有仁之理，臣有忠之理，父有慈之理，子有孝之理，角色不同，所应尽之义务则不同，但总的来说所禀的道德原则却为同一；从物理意义上分殊则更为明显，每一类事物都有这一类事物的规律，事物不同则普遍规律在事物的具体表现上也不同，如桃、李皆为草木，只是一个道理，但桃只是桃，李亦只是李，又不可混淆。

小结：
在本体论角度，理是第一性的，是超越的本体；在宇宙论角度，理无时无刻不使气从虚空中生出，气又依据理凝聚生成万物，为宇宙之终极本源。理作为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的统一，是气所当然、所以然之规则，理气不离，意味着理时刻为气之主宰；理气不杂，意味着理不会受气的侵染，只是纯善无恶之性。万物禀受太极如“月印万川”，即赋此太极，则代代相传，“一实万分”。朱子完成了对“性即理”的完整论述，但是这仍然遗留了两个问题：第一，理为气之条理，理气之间应是没有丝毫间隙的，气之鼓荡、动静应无不符合理，且“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footnoteRef:53]，“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footnoteRef:54]，如是现实中的恶从何而来？第二，一理如何既内在于万物之中，同时又使万物各自显现不同的物理呢？ [53: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2371页]  [54: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83页] 


[bookmark: _Toc480486866]二、气强理弱：先天之恶的来源

人“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但朱子对理定义已经十分明确、详备，纯粹至善，不可能从理的角度来实现对先天之恶的来源的解释。因此朱子只能从气的角度入手。但从第一部分的论述看来，理即气之条理，理气不离不杂，气无时不在理的规定之中运行，气是无独立自性的。也就是说，气完全依靠理来解释，不可能独立生出条理之外的任何事物来，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对现实中的恶的解释，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即是改变对理纯善无恶的规定，不过这样一来显然是推翻了朱子性善论的根基。故而朱子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即打破理气之间没有丝毫间隙的命题，提出了“气强理弱”说：

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譬如大礼赦文，一时将税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县硬自捉缚须要他纳，缘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应，便见得那气麄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footnoteRef:55] [55: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1页] 


由此看来，“气强理弱”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理寓于气”。第二是理无力约束气，“日用间运用”均由气之能动。详细来说，“理寓于气”这一点在第一部分的“理气不离”中有所涉及，但在此处侧重涵义是“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footnoteRef:56]。形而上之道不可独立于形而下之器而存乎天地之间，于是理就受到了气的局限，理只存有，无情意、计度，其表现形式只是气所当行之条理，不能对外界有所感通；而气却是能凝聚造作，所以日用间运用都但凭气自行做主，理则奈何他不得，这便滋生了恶。朱子做出这样的解释，在理论上保全了理的纯善无恶。但是这样也使理“其尊无对”的主宰地位受到了质疑：理如同君主，气如同臣子，本应上下一体，令行禁止，但事实是若气违背命令，理却奈何他不得；或者理为父，气为子，子若无德无才，为父者也管他不得。实则朱子所列举的这两个例子均有待商榷，毕竟君主有权黜免、奖罚官员的权力，而理对于气只有出于内在条理（所当行）的约束，但若气偏离条理，理却无法有相应的反馈——若理为君主，则相当于君主只有下达命令的能力与权力，而臣子是否执行命令，全凭自家意愿，君主无从知道更无法制裁臣子的行为。父与子也如此，至少父亲对儿子会有所希冀、责斥，而理却是无情意无计度。 [56: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6页] 

故而笔者认为若说“气强理弱”，必须同时符合三点：第一，气具有理所不具备的能力；第二，气有时不按理的规定行事；第三，理无法改正气的行动。首先，形而下之气具备形而上之理所不具备的能力（如凝聚、生生）时，理才需要气来执行命令。其次若气均守职，就不能说气强理弱，若气不守职，但理可以做出相应的约束，能使气质变化，那么也不能说气强理弱。由此也可以得出，一旦气强于理，气违背了纯粹至善的理，必然会产生恶。符合这三点的命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太极能化生大千万物皆是因气有偏全清浊不齐，盖理纯善无恶，不能自行分化为性有偏全之分的万物。并且万物生成的具体过程，朱子强调有此理便有此物固然不错，但实际过程却是不齐之气随机对理产生蔽塞或破坏，不论是早期“理同气异”的说法，还是后来的“理有偏全”、“理随气赋”的思想，均是以此来实现草木瓦石、飞禽走兽之与人之分，以及人之圣贤与小人之差的。并且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推动因素虽然不是气，但从结果上看确实气强理弱的意味在不断加重。第二，人之运数，贫富贵贱、死生寿夭，本皆由天所命，实则却须看所禀得的气之薄厚，天命之正却胜不了气禀之变。

[bookmark: _Toc480486867]1、理同气异：万物之生因气有不齐

朱子对理气同异的问题有三种说法，即上述“理同气异”、“理有偏全”和“气异理异”之说。其中理同气异的思想，朱子受之于李侗，可追溯到《延平问答》时期，形成最早。虽与儒家一向强调的人性超然万物而独贵的说法有所矛盾，但朱子却从未舍弃这一说法。后两者与理同气异看似相矛盾，实则是对这一说法的发展与改进，既不否定理同气异，又使其衔接传统观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气强理弱的作用不断加强。本段将分析理同气异说，借以论述万物之生成虽受命于太极，但过程只能是由气完成。

问：命之不齐，恐不是真有为之赋予如此。只是二气错综参差，随其所值，因各不齐。皆非人力所与，故谓之天所命否？曰：只是从大原中流出来，模样似恁地，不是真有为之赋予者。哪得个人在上面吩咐这个！《诗》、《书》所说，便似有个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类，然这个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降，便有主宰意。（陈淳录，60、71岁）[footnoteRef:57] [57: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3页] 


陈淳所问“命之不齐”，盖问天之生物何以有千差万别，“命”一字是从气禀上来说，而非从理上说：万物之生，盖阴阳二气错综参差，随气之不均而随机凝聚，成人、成物非人力所能左右。是气运之变化使命有所不齐，而生大千万物，而非真有“太极”来赋予一物此性，便有此气凝聚成这物。但是朱子的回答中，却将这个“命”理解为“天命之谓性”的命，纯从理上来说：一切万物，命虽不齐，但均是从“太极”这一大原中分出来的罢了。具体过程像是有个主宰的人，吩咐、命令气化生出万事万物来，像《诗经》、《尚书》中所说的“上帝”一样。但并非真有这样一个上帝，“上帝”只是用来形容理的，表现理的尊贵，至高无上，主宰万物之生成。也就是说，人、物之生成，千差万别，并非阴阳二气错综参差，随其所值，而是太极作为天地万物之理，在生成万物之时，自行分殊为每一类事物的物理，寄于二气五行之中，于是气依据所赋之理凝聚成每一个个体。而这样的解释必然导致朱子理气论的自相矛盾。
首先，“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理只是气造作凝聚之依据，本身不具备造作生生的能力，因此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作为形而上之理固然逻辑上先于形而下之造化而存在，但若无气，则理无所受，一旦有气，则理亦在其中矣，因此“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才说性便带着气”。其次，万物之受命于天，惟人全得仁义礼智之性，虎狼却独得其一，若说理无情意计度，又为何在化生万物之时独偏爱人，使人得气之中正而物却只得气之偏？为何使这团气中正而为人，却使那团气有偏而成物？另外，朱子明确地说“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footnoteRef:58]“人物虽有气禀之异，而理则未尝不同。”[footnoteRef:59]又说“如禀得气之清明者，这道理只在里面，禀得气昏浊者，这道理亦只在里面”[footnoteRef:60]。也就是说，理不能自行分殊为万物之理，亦不因哪团气清明就使之具人之理而生为人，哪团气昏浊就使其具物之理而生为物。万物所禀之太极浑然无缺，人与禽兽草木于此并无分别。这一点也在朱子讲万物之性理无所不同中得到印证，若非万物之始生均秉得太极之全体，又何来“万物各具一太极”之说呢？反过来说，若是理能自行分殊为万物之理，即承认了有贤愚之差，有善恶之分，这就意味着既有善之理也有恶之理，显然与“此理只是善”相矛盾。因此，理决不能不能自行分化落到每一事物上继而指导所附之气生成万物，若无气之不齐，那么气之清者、正者禀受太极之全体，只能化生出五常皆备且全然发现之圣贤。所以，太极只是气之条理，万物化生之范围。那么朱子为何如此回答陈淳呢？盖“论气不论性，不明”。 [58:  朱熹：《延平问答》，《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335页]  [59:  朱熹：《答黄商伯》第四书，《文集》卷四十六，第2129页]  [60: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第1389页] 


某有疑问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谓同者，又有所谓异者。……夫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则是所谓同者；而二气五行絪缊交感，万变不齐，则是其所谓异者。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footnoteRef:61] [61: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9页，枅录] 


此一条相较上引陈淳所问是同一问题，也是说万物之不同，皆因二气五行絪缊交感，变化多端而有所不同，但是对此条朱子则称赞说“论得甚分明”、“有条理”。二者分别在于陈淳只是强调了气之不齐使人物万化不同，而此条在说明这个问题的同时强调了万物所禀之理相同，且为人物化生之本源。朱子对陈淳强调理之主宰、万物之一源，综合此一条看，实际上正是在指出万物本乎理，而非任由阴阳二气错综参差，随其所值，毕竟有个理在，气之变化生生无论如何也不会且不能超出理的范围。而并非是说理“吩咐”气化生出万事万物来，而是理赋予气以生生造化之能。因此，一旦此气凝聚，理便在其中，“气积为质，而性具焉。” [footnoteRef:62]朱子言“论性不论气，不备”，从禀得太极之全体，到化生出大千万物，只能是由气来实现：  [62: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有所不能齐。[footnoteRef:63] [63:  朱熹：《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07页] 


万物之生因气有不齐，便显示出气强理弱来，仍从理同气异说起，太极本无亏欠，天命之性非有偏全，“人与物以气禀之偏全而不同”，也就是气之偏正决定了所禀之理能否发现出来，进而决定了人物之不同：

理在气中，如一颗明珠在水里。理在清底气中，如珠在那清底水里面，透底都明；理在浊底气中，如珠在那浊底水里面，外面更不见光明处。问：物之塞得甚者，虽有那珠，如在深泥里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录，69岁）[footnoteRef:64] [64: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3页] 

问：气质有昏浊不同，则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见有不见。昏浊者是气昏浊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所拘，生的蔽隔之甚，无可通处。至于虎狼之仁，豺獭之祭，蜂蛾之义，却只通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于猕猴，形状类人，便最灵于他物，只不会说话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与禽兽之间，所以终难改。（黄㽦，59岁）[footnoteRef:65] [65: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8页] 


这两条均是以比喻说气之清浊对理的障蔽。就比喻而言，前一条更为恰当，因万物各具一太极，所禀之理无所不同，气对理的障蔽是使内在的天命之性的光明无法向外显现。而如采取后一条，日月之光在由外照入万物时被气障蔽，则显得万物所受天命之性已有不全，显然与段首所说天命之性非有偏全矛盾。但后一条却说得较为详细，故列于此，与前一条综合分析。
人物之生，所得天命之性无所不同，只是所值之气有甚昏浊者，有较清明者。气若太过昏浊，其所受之理便如同一颗明珠，其光明被遮住许多，十分昏暗，便化生成禽兽。其中气相对清明的，则透出来光稍多的，就成为最具灵性猕猴；气最为昏浊的，则透出来光极少的，就成为不能运动的草木。又因气之所偏不均，透出来的光也不尽相同，于是所能显现的性也就随之不同，只显现出仁者便为虎狼，只显现出义者便为蜂蛾。若正值清明之正气，则明珠之光得以透彻出来，便化生为人。其中也有得气最为清明的，仁义礼智之性全然无碍，自然为圣为贤；也有的气之稍浊者，于四德有所障蔽，是为愚为不肖。也因气之所偏不均，有性格勇武、仁慈之各不相同。至于得气之偏全、清浊介于二者之间的便生为夷狄。
因此，朱子强调万物化生过程中“理同气异”，剖析开来就是因气之清浊不齐而对太极起到不同程度的遮蔽，于是各具一太极的万物分化开来。也就是说，理只是万物化生的条理与范围，被气所执行的过程中同时被动的受到浊气的障蔽，不仅没有能力主动对气的凝聚、生生有所约束，并且能否在气凝聚生物之后感知内在的太极全体，以变化气质仍然视气之昏浊而定：

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之，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是故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是故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后能，如尧舜是也。其次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沈僩录，69岁后）[footnoteRef:66] [66: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6页] 


对于“蔽隔之甚”的禽兽草木，因气太过昏浊，虽具此理之全而不能自知，只能识得未曾被昏浊之气所蔽塞的那一点子理，已无变化气质的可能，只能任由它一直昏浊下去，世世代代只识一理而蔽隔天命之全。对于人来说，与禽兽草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得气之正且通，能感知所禀得的仁义礼智之性，但又因气之清浊不齐分为三等：得气之清明纯粹者，对所禀之理无丝毫遮蔽，生而知天命，行无悖天理。次之则须自行下工夫，去其气质之昏浊。再次者，“或愚或不肖”，虽然“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有变化气质的可能，但却须下苦工夫才能达到中人的层次。也就是说，一旦所得之气有丝毫昏浊，如中人或愚、不肖者，虽不是无变化气质的可能，但下苦工夫的主体却是人自身，朱子所谓“而今讲学用心着力，却是用这气去寻个道理”[footnoteRef:67]。理所赋予人的天命之性只是给匹夫匹妇皆能成圣成贤提供了理论上的肯定与基础。综上可总结为，气对理的障蔽有质与量上的不同：从质上来说，不论人与物，理一旦被气所遮蔽，则无法透将出来。从量上来说，若气较为清明，生而为人，则能识道理，有知识，有变化气质之可能。一旦气过于昏浊，生为禽兽草木，则无法感知自身内在性理之全体，则无变化气质之可能。所以说，“理同气异”即“气强理弱”的表现之一。 [67: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2页] 

但儒家一直以来坚持“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引孔子语）的思想，反对将人与物之性混同于禽兽之性。这就与万物各具一太极的“理同气异”说产生了矛盾。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说：按照《太极解义》，物物各具一太极而互无假借，提出万物之性都是禀受天地之理而来，这种学说是要为儒家传统的性善论进一步寻求本体论的支持。可是这样一来，由于强调仁义礼智内在的普遍性牺牲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从而，人物各具一太极便与孟子以来儒者强调人物本性的差异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朱子强调理的普遍性时被忽略了。然而这一点不能回避，也就决定了朱子不可能始终坚持理同气异之说。[footnoteRef:68]于是从《论孟集注》中可以看出，朱子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回应，提出了“理有偏全”、“气异理异”的说法（承认了理有同有异，但只是理同气异更为精致的说法）。从这里也明显看出，朱子学说的转变不仅没有弱化气强理弱，反而是依赖于气强理弱来完成对人物之性的区别的，而且气强理弱的程度也进一步增强。 [68: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48页] 


[bookmark: _Toc480486868]2、理有偏全：天地之性人为贵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footnoteRef:69] [69:  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32页] 


朱子在《论孟集注》中阐述人物之性时，已与理同气异说有所不同。由上述可知，从形质上说，人与物皆由此气凝聚造化，莫不得知觉、运动、趋利避害之能于气，没有什么差别；但从性理上说，人独禀得仁义礼智之全，为万物之最灵而能知性而故性无不善，物却仅得其偏而禀受不全。这就从性理上也肯定了人与物异，且“理有偏全”与“理同气异”所表述的，物亦禀受太极之全体而不能自知、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不完全相同。此时理不仅受到气的障蔽，并且物本就未曾禀受太极之全体。朱子在《答程正思十六》中说：“有生虽同，然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盖在人则得其全而无有不善，在物则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谓性也。”[footnoteRef:70]其中“有生虽同”是指人与犬牛皆由气之凝聚成形，故而皆有知觉能运动，与上述之意互证。随后说因犬牛之形气昏浊，不似人之形气清明，故犬牛所禀之理亦不全。在《语类》中也有相应说法：“知觉运动，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义礼智，则物固有之，而岂能全之乎！”[footnoteRef:71]但物之性理如何不全，是指仁义礼智四德之中只禀得其中之一，之二或之三？还是指物对四德虽均有所受，但在每一德上都有所欠缺？ [70:  朱熹：《答程正思十六》，《文集》卷五十，《朱子全书》二十二册，第2328页]  [71: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9页] 


问：性具仁义礼智？曰：此犹是说“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阴一阳”，“继之者善”。只一阴一阳之道，未知做人作物，已具是四者，虽寻常昆虫之类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浊气间隔。（廖德明录，44岁后）[footnoteRef:72] [72: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6页] 

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来得少。不似人禀来得全耳。（吕焘，70岁）[footnoteRef:73] [73: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1490页] 


根据上述说法，可以确定的是朱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仁义礼智四者，物亦有之，并非只具有其中之一、二，“但气禀偏，则理亦欠缺了”[footnoteRef:74]，由于浊气间隔，使禀得之理偏而不全，在量上有所欠缺。此处陈来先生说的通透：人与物都无例外地禀有仁义礼智四德，但物因气禀之偏，故所受的仁义礼智有偏少，或仁少，或义少，或礼少，或智少，或其中二德少，或其中三德少，或四德皆少。然虽偏或少、仁义礼智四种德性总还是有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子即使说“理有偏全”，确认了人物之本性存在差异，但同时也坚持了仁义礼智的普遍内在：“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footnoteRef:75]仍是强调在方付与万物之初，万物均得太极之全体，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改变的是，万物各自得到的理不相同：气若昏浊有偏，不再只是（禀得太极全体）对理有所障蔽了，而是更进一步，对理有所间隔，不能禀得理之全体，也即所禀受之理本身就有偏阙。这就意味着在万物虽均由一源（太极）而生，但在生成的过程中，气的作用进一步的加强了，气异则理异： [74: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1页]  [75:  朱熹：《答黄商伯四》，《文集》卷四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2130页] 


所疑理气之偏，若论本源，既有理而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footnoteRef:76] [76:  朱熹：《答赵致道一》，《文集》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863页] 


所以说是气之清浊偏正决定了凝聚为何物，而理只是气的具体规律、条令总和，气固然不能有此之外的禀性，但因气有不齐，则随其所值何气，便禀得此气之中所含之理。首先万物之所以在本质上均禀有仁义礼智，是因为五行之气均得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理，而人与物均由五行之气所凝聚、造作：

问：五行均得太极否？曰：均。问：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尔。（郑可学录，62岁）[footnoteRef:77] [77: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6页] 

它源头处都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偏了。（林夔孙录，68岁后）

物亦具有五行之气，故而本质上禀有四德五常之性，但因所禀五行之气有偏，所以性亦有偏。其次，因气之偏极多样，故而“气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蚁只知君臣。”[footnoteRef:78]“性有偏者，如得木气多者，仁较多；金气多者，义较多。”即是说，昏浊之气凝聚造化为禽兽，禽兽之中，禀得木气多者，仁性多且通，生而为“仁兽”如虎狼；禀得金气所多者，义性多且通，生而为“义兽”如蜂蚁等等。从禀得理之量上来说，则“惟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故其理亦只有许多。如犬马，他这形气如此，故只会地如此事。”气异则理异，在物如此，惟人亦然： [78: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5页]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看来吾性既善，何故不能为圣贤，却是被这气禀害。如气禀偏于刚，则一向刚暴；偏于柔，则一向柔弱之类。（滕琳录，62岁）[footnoteRef:79] [79: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9页]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惟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李闳祖录，59岁后）[footnoteRef:80] [80: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4页] 


人性各个方面之所以有不齐，也是因为所禀之气又偏。禀气之清明者，则为圣贤、为好人，禀天地之戾气者，则为愚不肖、为不好底人。不仅如此，且木气重者，恻隐之心多，仁性多、慈爱多，便蔽塞了其他禀得少的羞恶（金气）、辞逊（火气）、是非（水气）之心，一味慈爱下去，则为“妇人之仁”，性即柔弱而少断制；金气重者，羞恶之心多，义性多，便遮蔽了仁、礼、智之端，“都羞恶而无恻隐”，性即刚暴而少慈爱。这是从一气、一德的多少上说，总体上说，也因气禀局限，禀得的理有量上的多少之分：

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沈僩录，69岁后）[footnoteRef:81] [81: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58页] 


因气有薄厚之分，故得气禀厚着，所禀之德亦厚；气禀薄者，所禀之德亦薄。于是只有气极清明浑厚者，五性全备且中和，才得以生而为圣贤。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人所禀之气比物所禀之气清明且浑厚，故而所禀赋的仁义礼智之性也比物所禀得的全面且总量上多，但是内部也有很大差异。气禀偏者，则为愚不肖，气禀清明但不浑厚者则德智全却不高，只有禀气极清明，对理无丝毫遮蔽，并且清明之气浑厚之人，才能生而为圣贤——人之善恶、德智、性格不同，皆因所禀得、所透出的理不同，而理之所以不同，则是因为气有清浊薄厚。于此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气异理异”不再像“理同气异”一般，认为万物各具一太极之全体，如月印万川，而是除圣贤之外，万物禀得的理已经不再是完满的了。或是因气有所偏而理有所偏，或是因气有所薄而理不足，气对理的作用由污浊之气只能蔽塞却不能破坏圆满之太极，转变为所禀既有不全，且对理有所障蔽，进而实现了“理有偏全”，完成了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契合。因此说“理有偏全”、“气异理异”是气强理弱的进一步加强。
另外，在分疏“理同气异”时论述的理不能自行分殊为万物之理，在此处同样有效。因理无情意、无计度，此理只是善，便无命令此气有偏全而化生出万事万物来的可能。故而，“所谓恶者，却是气也”，一旦气昏浊有偏，则所禀之理不得全，且受昏浊之气的蔽塞，于是人物之性或重于木气、或重于金气，“如人浑身都是恻隐而无羞恶，都是羞恶而无恻隐”，恶即生矣。因此人物之生并非有个上帝的授意，天地生圣贤，只是气数到那里，恰巧相凑。圣贤之生尚且是因气运偶然相值，其余天生有偏、生出来便恶的自然亦是因气所值。

[bookmark: _Toc480486869]3、命分与性分：“命之变者”强于“命之正者”

问：先生说：“命有两种：一种是贫富、贵贱、死生、寿夭，一种是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一种属气，一种属理。”以僩观之，两种皆似属气。盖智愚、贤不肖、清浊、偏正，亦气之所为也。曰：固然。性则命之理而已。（沈僩录，69岁后）[footnoteRef:82] [82: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7页] 


朱子说命有两种，其中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属理，沈僩则认为这些也是由气所决定的，于是问朱子，朱子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天地所赋予的只是命的道理罢了。确切的说，天地所赋予的命的道理只是清、正、智、贤，而万物所禀得的命才对应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之所以有浊、偏、愚、不肖，则是因气有清浊偏正，气异则理异。正是“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职于君；气，如有能守职者，有不能守职者”[footnoteRef:83]气受职于天命（理），但或完全遵守天命，或有时遵守，亦或者不顺从天命，恰如上一节所论述的。另外一种命有贫富、贵贱、死生、寿夭，朱子言其属气，并非是说人之贫富贵贱本就由气所决定，气只是受命于理，而之所以说属气，盖是明其受气之影响更甚，也是气强理弱之意： [83: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3页] 


问：子罕言命。若仁义礼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贵贱死生寿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又曰：天之所命，故是均一，到气禀得处便有不齐。看其禀得来如何。（徐㝢录，61岁）[footnoteRef:84] [84: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7页] 

性者万物之原，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有圣愚之异。命者万物之所同受，而阴阳交运，参差不齐，是以五福、六极[footnoteRef:85]，值遇不一。（程端蒙录，50岁后）[footnoteRef:86] [85:  笔者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均出自《尚书·洪范》]  [86: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6页] 


人之命与性一般均禀受于天，最初之所受均纯然至善、无不相同，但既赋于气，凝聚造化以成形，就不得不均受气禀斑驳的影响，而有圣愚之分，有五福、六极之不同，因此说命与性“也都相离不得”。既然同受气禀影响，则应该是禀受清明浑厚之气、为圣贤者，能得富贵、长寿；禀得昏浊稀薄之气、为愚不肖者，则贫贱、短命。实则不然，现实中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如：

履之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因问：得清明之气为圣贤，昏浊之气为愚不肖；气之厚者为富贵，薄者为贫贱，此固然也。然圣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气，宜无所亏欠，而夫子反贫贱，何也？岂时运使然邪？抑其所禀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禀得来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是惯得做圣贤，却管不得那富贵。禀得那高底则贵，禀得厚底则富，禀得长底则寿，贫贱夭者反是。夫子虽禀得清明者以为圣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沈僩录，69岁后）
上古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极至后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终身不遇，寿止七十有余。其禀得清明者，多夭折；横暴者，多得志。旧看史传，见盗贼之为君长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为其全得寿考之气也。（万人杰录，51岁后）[footnoteRef:87] [87: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9页] 


观此段意思，是说性分与命分虽然同受气禀的影响，但决定圣愚贤否之气与决定富贵、贫贱、寿夭之气并非一气。似乎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均是因气所值，机遇巧合而已。但朱子也说：

问：颜渊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与“天命谓性”之“命”无分别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变者出于气质。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当自尽其道，则所值之命，皆正命也。（钱木之录，68岁）

此处“命矣夫”之“命”显然是寿夭之义，为命分，“天命谓性”之“命”则是仁义礼智之义，为性分。但朱子说，一个人能恪守仁义礼智之性，那么这个人的气运当为“正命”，故而朱子所答的“命之正者”显然不是仁义礼智之义，盖是对应理所赋予人的富贵、长寿之命，相对的“气之变者”则出于气禀驳杂的影响，为贫贱、夭折之命。再进一步说，存在一个价值预设，即“命之正者”本应与性分成正相关，如上古三代之时，生而知之者如尧舜，身居高位，皆享上寿。然而后世气运驳杂，多反其常，不受理的约束，于是气禀常强于性理，有“命之变者”，不论圣愚贤否，其命分不再与性分直接相关，而是因气运相值，如圣贤不得正命，孔孟老死不遇，盗贼反居高位、享富贵，欲其速死而不能。因此朱子但言命分，必以气解释：“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薄厚之不同，若在性分则又都一般。此理，圣愚贤否皆同。”又如“‘死生有命’之‘命’是带气言之，气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谓性’之‘命’，是纯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毕竟皆不离乎气。” [footnoteRef:88]也是因此，朱子一方面强调“不能自强，则听天所命。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footnoteRef:89]言“德行若不胜那气禀，则性命只由那气。德性能胜其气，则性命都是那德。两者相为胜负。”[footnoteRef:90]否定十分德行只做一二分，听天由命的行为，肯定君子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穷理尽性以变化气质，以期于存得命之正者。另一方面又说“圣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为众人言也。”[footnoteRef:91]“到无可奈何处始言命……圣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未尝到那无可奈何处须说命。如一等人不只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犹自去计较。中人以上便安于命。到得圣人便不消得言命。”[footnoteRef:92]盖圣人自尽于义，做到十分，此外则由命，故不言命。为众人言命，亦欲勉众人之自尽于义也。皆因“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footnoteRef:93]气禀之强，若禀来得有偏阙，被此生坏了，不论如何穷理尽性，理终是坳不转来。从这个角度说，如性分，若苦下功夫，尚可变化气质，以期近于圣人之性。但即使为圣人，也难以变化命分所得之气禀，以期于命之正者，也可以看出气禀之影响，在命分强于性分。 [88: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7页]  [89: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六，第1328页]  [90: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八，第2516页]  [91: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四，第1142页]  [92: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第873-874页]  [93: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81页] 


[bookmark: _Toc480486870]4、气强理弱的程度与变化：以心灵知觉为界限

关于气强理弱的程度，不是简单的气越昏浊，对理的障蔽越多。朱子在《语类》中说：

问：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物虽得其一偏，然彻头彻尾得义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体，乃为物欲、气禀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处而全尽，何也？曰：物只有这一处通，便却专。人却事事理会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董铢录，67岁后）
虎遇药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刚劲之物，便死得也公正。（沈僩录，69岁后）
有飞蚁争集於烛而死，指而示诸生曰：“此飞而亢者，便是属阴，便是‘成之者性’”。庄子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扬道夫录，60岁后）[footnoteRef:94] [94: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0页] 


观此三段意，是说物所禀得之理虽然偏碍，但既然禀得此理，便能彻头彻尾践行此义理，直到死亡时才能停止，如虎之直，如飞蚁之集于烛。而人具天理之全体，本应事事行得正，但实际上除圣人之外，其他人所禀之性虽全却处处受气禀遮蔽一些，故而困于物欲，反而在每一德性上均不能尽，只是泛泛而行。
另一方面，在对“理同气异”的梳理中，论述了理只是万物化生的条理与范围，被气所执行的过程中同时被动的受到浊气的障蔽，不仅没有能力主动对气的凝聚、生生有所约束，并且能否在气凝聚生物之后感知内在的太极全体，以变化气质仍然视气之昏浊而定。对于“蔽隔之甚”的禽兽草木，因气太过昏浊，只能识得未曾被昏浊之气所蔽塞的那一点子理，已无变化气质的可能。对于人来说，能感知所禀得的仁义礼智之性，但如中人或愚、不肖者，虽有变化气质的可能，但下苦工夫的主体却是人自身，理所赋予人的天命之性只是给匹夫匹妇皆能成圣成贤提供了理论上的肯定与基础。
以上气强理弱的程度与能否变化，实则都关系到“心”这一概念。首先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说：“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footnoteRef:95]即是说惟有人得天地之间清正之气，才具有灵明的心，而其余万物则不能有。此心之全体，不仅“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有如“净洁空阔”之理，并且还具备知觉之能： [95: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4页] 


心者气之精爽。
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为之邪？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
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不须去贯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着处。

太极本包涵一个知觉之理，但本身却不能知觉，盖若有知觉，则有情义、有计度，将沦为一个经验性的、具有赏罚之能的人格神，并非超越的本体的。于是便将此知觉赋予了作为“气之精爽”的“心”。合知觉之理与精爽之气，心成为了能知觉者。并且此“知觉”不同于气质之性的“知觉运动”：“人能之，物亦能之”的“知觉”，仅是能感受外部环境、事物的知觉，如说“食色性也”，能知饥饱冷暖者是也；心之“知觉”却只有人具备，此“知觉”即能知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又能感知一切外在的环境与事物，于是“心”成为了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直接沟通的桥梁。心之“寂然不动”是谓性，心之“感而遂通”是谓情。
所以鸟兽之所以能专，因不得气之精爽，只得所偏之理，便自然而然的执行这规矩、条令——即完全是一个由理之命令规矩下达到物的过程，而鸟兽却没有一个“心”能知觉此理，此性理在鸟兽犹如气质之知觉运动一般，只是此鸟兽之天性，故能彻头彻尾践行得义理之正。至于不能变化气质，既然不能知觉有圆满完整的理存在，又遑论变化气质呢？至于在人，“心”能上达于性理，也能下达于物。心之未发时，其性皆存，当其已发为情，则有中节者或不中节者。是以人之性情又有不齐。如“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业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欠。”[footnoteRef:96]而在常人则“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其情之所发或常陷于人欲，而有悖于天理。如是，常人之德性所发则泛泛而不能全尽。但也因心能统摄性情，所以能用力做工夫，去除人欲，使情之发现无不合于性理，以期于变化气质。 [96:  朱熹：《太极图说就》，《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5页] 

以上是就有知觉者言之，在无知觉者如草木，则理更偏塞专一，如“枇杷具四时之气：秋结蓓蕾，冬花，春实，夏熟。才熟后，又结蓓蕾”[footnoteRef:97]其生理循环不息，严守时令，不违天理。因此，总而言之，以心灵为界限，无心之灵明者，草木、鸟兽所禀得之理偏塞，于践行时则极尽专一，但不能变化气质，永远不能达到至善。有心之灵明者，如常人，所得之理较全，但践行却受人欲所扰，不能专注贯彻，但能变化气质，有实现至善的可能；如圣人则得气之中正平和，禀得太极之全体，天命流行，纯粹至善，理气无间，无“气强理弱”可言矣。 [97: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2页] 


小结：
万物之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太极所赋予纯粹至善，但万物所秉承以为性者却不得相同。有生而为物者，有生而为人者，且人生而有圣愚贤否、有善底与恶底之分，其中只有圣贤禀得太极之全体，且其性之发现对太极全体没有丝毫障蔽，纯粹至善；其他人、物则不然，性既有偏，恶自生矣。于是可见“恶”的真实含义是“至善的不完整”。因气有不齐，对纯粹至善的理有所障蔽，或使万物所禀得之理有偏全之分，朱子实现对理一分殊与现实中恶的来源的解释，但是也因此动摇了理的主宰地位，并且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第一，理即为气之条理，理气之间如何产生间隙，使气有不齐？第二，理气之间即有间隙，气强理弱，那么理是否能完全解释气呢？换言之，气是否具有独立的自性，威胁理的绝对本体地位？第三，理为形而上之本体，净洁空阔而无形体、无形迹，如何能被有形体、有行迹的气遮蔽而不能显现，或者使物所禀得之理有偏全之分呢？ 

[bookmark: _Toc480486871]三、理气动静：气有不齐之源

朱子曾多次说气有清与浊、偏与正之分：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footnoteRef:98] [98: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6页] 

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如阳为刚燥，阴为重浊之类。[footnoteRef:99] [99: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 

然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footnoteRef:100] [100: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5页] 


从这四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天地初只有阴阳之气，本无不正。但是不论是天地之分离，还是五行、万物的化生，皆因阴阳二气无时无刻不动荡交感，于是便分出清浊、偏正来。朱子也尝说：“二气相轧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处，有倾侧处，自然有善有恶。”[footnoteRef:101]可见气之不齐，皆因气之动静而来。下面将具体分疏理气静的问题。 [101: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 


[bookmark: _Toc480486872]1、理为气动静之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在论述太极（理）的内涵时，已提及太极为动静阴阳之理。“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有动静乎？”[footnoteRef:102]此处“理有动静”并非是理本身有动静，而是说气之所以有动静、能动静，皆是以理作为依据的，“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可静而生阴”[footnoteRef:103]。对于太极、气和动、静之间的关系，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有明确的论述： [102:  朱熹：《答郑子上十四》，《文集》卷五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687页]  [103: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2373页]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悉具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footnoteRef:104] [104: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72-73页] 


从此段论述中可以得出三个观点：首先第一句“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按照陈来的说法，是太极含动静之理，如命令一般下达到气，于是气受此命，在理的支配下动静阖辟往来运动。此一点与上述太极为动静阴阳之理相互印证。第二，在形而下之气的具体运动之中，动静互为根源。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端，阴阳二气交感相轧，是永恒的存在。气之“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其动静之理悉具于太极之中，不仅气“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并且朱子还说“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但是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只是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footnoteRef:105]此段虽说体用关系，言不可以一物之形而下之静为体，以其行而下之动为用，何也？自是涵动静之理的太极才是本体，扇子静止时体现静之体，并且太极内在其中，含动之可能；扇子摇动时体现动之用，太极亦内在其中，含静之可能。也就是说，无论形而下之物如何动静，其中所含的太极均为同一个道理，既包含动之理，也包含静之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源。第三，太极作为形而上之本体，是气有动静的根源，但太极本身无形迹，至微而不可见；气作为形而下之用，根据理而有动静，虽然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但不论动静太极之理均在，故而时刻体现着理。理气不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盖此意也。并且此时朱子仍强调“体先而后用”： [105: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2372页]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闲”者，以至着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闲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footnoteRef:106] [106: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75页] 


也即强调时间上既有体便有用，二者不分先后，但逻辑上必然先有此体而后有用。如此看来气之动静无不依据太极之条理，那么理气之间的间隙是如何产生的呢？气是否有不依据理而妄动之时呢？

[bookmark: _Toc480486873]2、形而上下两动静[footnoteRef:107]：理则动静无碍与气之动静间隔 [107:  乔清举：《论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 


上一段中提及“理有动静”、“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皆是说太极含有动静阴阳的道理，那么理本身是否有动静呢？关于这一点牟宗三先生认为理是“只存有不活动”的，而气是“即存有即活动”之物，故而理无法在气活动的过程中约束它，理气之间隙随之产生。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指出太极为动静阴阳之理，是气运转不息的内在规律，同时多强调“理乘气动”说，认为太极自身并不动静，只是乘形而下之气而有空间上的运动，“从本体论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这两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笔者认为前者只是从形而下的角度看去，对形而上世界的关注却是不够；后者则侧重于强调理的内在规律性，作为气之条理，太极自然时刻蕴含动之规律与静之规律，从这个角度看，理确实没有运动变化，但是却于理本身的力量体现不够。故而笔者最为赞同乔清举先生“形而上下两动静”的说法，并且认为理气之间隙即是从此衍生的，下面将详细论述。
朱子注《通书·动静第十六》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有形，则滞与一偏。“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神，则不离于形，而不囿于形矣。“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footnoteRef:108]在《语类》中曾具体解释： [108:  朱熹：《通书注》，《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112页]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则不能通，故方其动时，则无了那静；方其静时，则无了那动。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语则不默，默则不语；以物言之，飞则不植，植则不飞是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footnoteRef:109] [109: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2403页] 


从此段看，朱子认为理与物皆有动静，只是“物之动静相互隔离不通，理之动静则相互贯通”。物之动静为形而下之动静，囿于形质所困，偏滞于一方，动时便不能静，静是便不能动，如太极之气有阴阳之分，阴阳并存、互相激荡转化，但阴阳不能同时。又如五行，是水则为水之形质，显现水之理；是火则为火之形质，显现火之理，均不能互通。如在人，说话与沉默则不能同时，如在物，生长在地上则不能运动，能运动必然不能生长在地上。与之相对，理之动静为形而上之动静，不依赖于形质即不受形质所困。当其动时，静之几亦在；当其静时，动之几犹存，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兼通一如。如阴阳，则能同在，阴阳一体，无所偏滞欠缺。也就是说，理在形而上的世界周流运转，即动即静，贯通无碍；气在形而下的世界交感鼓荡，或动或静，不能贯通。于是理之动静，一无形迹可循，二其动静同时且无差别，故从形而下的角度看上去，其动静既无时间流逝，也无空间位移变化，对理本身的内涵也没有任何影响，便说理只是存有，而无动静可言。气之动静，则形迹显著，故而朱子说，在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中理乘气而有动静，是所谓“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言动静，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所乘之机，乘，如乘载之乘，其动静者乃乘在气上，不觉动了静，静了又动。”[footnoteRef:110]朱子常以“人跨马”为之喻： [110: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2370页]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footnoteRef:111] [111: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2376页] 


其意有二，第一，在形而下的世界中，理寓于气，因此随气之运动而有空间的位移、时间的变化，如人骑在马上一般。第二，理之乘气，如活人乘马，马之一动一静、去往来回皆依人的意思，并非随马之所值、所欲。气如何动静皆以理之规定为依据。

[bookmark: _Toc480486874]3、气不得已之妄动：理与气间隙的产生

以上即理气动静的关系，理论上说理气之间不存在间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产生间隙的可能。请再看本章章首处，气之不齐源于气“磨来磨去，磨得急了”、“衮来衮去”，便似气依理而动，在本该静下来时，却不能及时静下来一般。盖理之动静不受形质所困，灵动自如，但气却困于形质所累，于是便在该当静时不能及时止住。也如人骑马赶路一般，人骑在马上疾驰，人想静时，当即拉紧缰绳，马却不能立刻停止，却不得不再奔出几步去方能停下。人之念如理，无形质束缚，气之动犹马，受形质所困，不能没有惯性。因此，气依据理从虚空中生出，皆为至清至正，“阴阳无始，动静无端”，故而一旦生出，阴阳二气便交感鼓荡，无时停息。但即为气质，便不能如理一般动静一如无碍，于是当其动时，不能及时依理而止，固然最终气必然依理而静止，但在“应当停止”到“实际停止”这段时间中，理与气的间隙就已经产生了。反观理的内涵，太极本身虽是无内容、无界限、无形迹的浑然之理，一旦理与气合，净洁空阔的理便有了具体的内涵，不论是作为气之条理而言的自然规律，还是作为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换言之，理一旦寓于气，就成为了具体规律、条令总和的归纳与概括，总的来说是最具普遍性的、包涵无限可能的；细的来说却是最具体、最详细的，是每一种可能的集合。在气清正之时，阴阳调和，五气均布，所禀得之理虽然不再净洁空阔，但仍是浑然圆满的整体，纯粹至善。但此时气不得已悖理而有妄动，理与气的间隙随之产生，显然打破了浑然之理的整体性，于是理散落为具体的规律、条理，继而妄动之气所禀得之理便有偏，或阳盛阴衰，或阴盛阳衰，或五行之气多少不齐，是为污浊、渣滓。于是若阴气盛，为主导，必然阳气衰而受遮蔽；若金气多为主导，木气、水气、火气、土气必然受到遮蔽；若金气、木气多为主导，其他三气则必然受到遮蔽。以此类推，气之不齐变化无穷，故而万物之化生亦无穷矣。但是也可以看出，不论气如何变化、组合，却不能超出理的界限，并且证明了并非善之外另有个恶存在，所谓恶只是“至善的不完整”，并不存在理之外的气。
那么，既然恶产生于“气”正在实现而未完全实现“理”的过程当中，是否“气强理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的描述，最终所有气都能完全实现理呢？却并非如此，虽然最终气必依理而行，在“应当停止”到“实际停止”这段时间中，渣滓、重浊之气在此一大团阴阳调和、五气均布之气的各处已经产生，并且自然有与清正之气相分离的倾向。到止住时，此重浊之气与清正之气并存，最终分离成偏正不一、清浊不齐之气。而气质能否变化，取决于凝聚成此物之气的偏正、清浊程度，以“心”为界限：禀得气之清明和正而为人，其心为最灵，具众理而应万事，则有能变化气质以期于圣贤的可能；而人之以下，鸟兽草木、瓦石砂砾，无心之灵明以知理，已无变化气质、实现至善的可能了。故而并非所有万物最终都能独自实现至善，也就是说“气强理弱”必然存在，并且气不断依据理从虚空中生出，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二气相倾相轧，鼓荡不止，重浊之气亦常自此生出，积累于天地之间，[footnoteRef:112]是以今世之气运不如三代之气运矣。朱子也说： [112:  笔者按：作为具体的物必然会灭尽，但其物之种犹存。] 


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又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问：生第一个人时如何？曰：以气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释家谓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footnoteRef:113] [113: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7页] 


此处“天地”，盖指“天地之心”，即理也[footnoteRef:114]，形而上之理作为自性本体，自然不会因气之污浊而有所毁坏。而万物之毁灭，只是缘于“人无道极了”，其意有二。第一，从具体每一种事物上说，善都是不完整的；但万物之物理必然由一理之中分殊出来，将万物合起来看，则必然有一个圆满、至善的理在。实际上万物之间又必然不能独立，万物相互联系、生生不息之意即是天理流行也。而人之性亦秉承此理而成，故而朱子在《大学章句》中特做补传，言“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也是朱子“格物致知”的工夫论的基础。第二，惟人之心为最灵，能知性之全体，能感物而发，继而当其性发为情、感物而动之时，有中正仁义、无违于理者，亦有陷于人欲、悖理而行者。反观万物，于理或只通得一处，便专于此理而行，不能有悖。即是惟人能成圣成贤，亦惟人能悖理而使理气之间隔，一旦人无道极了，理气相离，无自性之气无所依据，自然只能崩坏殆尽。 [114:  笔者按：朱子以“天地”代指“天地之心”，不止此一处。《朱子语类》中有“‘天地不恕’，谓肃杀之类”，其中“天地”盖指代“天地之心”，而非形而下之物质天地。以及“天地何尝有思虑来”亦是此义。] 


气不得已有妄动
重浊之气产生
气不断从虚空中产生，二气交感
清浊之气分化
化生万物
生而为圣贤
愚、不肖
草木瓦石
鸟兽
亚于生知者
能变化气质
不能变化气质



（心为界限）








[bookmark: _Toc480407941][bookmark: _Toc480486875]四、结论 “理”、“气”、“心”：体用与统摄

理作为朱子宇宙本体论的开端，是唯一具有自性的本体。理不能独自完成对形而下世界的造化生生，于是形而下气依据理不断从虚空中产生，此时气无不正，理与气圆融一体，没有间隙。“阴阳无始，动静无端”，此气一旦生出来，便依太极之理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二气絪缊交感，无时止息。但理之动静一如无碍，物之动静受形质所困，不能同时，于是当理戛然而止，气却兀自冲出去几多，非不循理也，盖形质局限，不能及时遵从。而在气“应当停止”到“实际停止”的过程中，理与气便产生了间隙。于是理的浑然整体性被打破，气之清浊、偏正不齐随而来，同时气具备了遮蔽理的可能——恶，即至善的不完整产生了。
于是天地之生物，虽秉承同一太极之理，但并非只生出至善的圣贤来，而是随着气之偏全、清浊、薄厚、刚柔，以及所偏之气对其他性理的遮蔽，而化生出山川大海、瓦石草木、虫蚁鸟兽、愚不肖与圣贤来。实际上，除圣贤之外，其他万物的化生均是气强理弱的表现——气具备理不具备的造作生生之能，而气之生生有不按理之规定行事之时，并且此时理无法改正气与理相悖的行动。因此，仅从宇宙论上来讲，气强理弱必然存在。而理只是气之条理，是气之所以然之因、所当然之则，但却不是气之必然归宿，换言之，理并非完全不可能违背的，理实际上不是天地万物之“主宰”。但这并不妨碍理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最高条令，只是说人物之生，先天的恶是必然存在的。
以形而上之超越本体为开端来建构宇宙，必然需要一个形而下的物质实体，理气决为二物，自然不能圆融一体，故而导致理气间隔的结果。并且正是这样因为理气之间隔，才凸显了心灵——作为气之精爽，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本质与作用，即心如同在分隔的理与气之间，重新建构了一种使气完全合于理的途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理气之间隔成全了“心统性情”的心性论，而统合理与气的心才是真正能“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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